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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空间互动视角下生态足迹驱动机制

吕天宇ꎬ 曾　 晨∗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区域ꎬ同时依托长江黄金水道面临发展和保护的困境ꎮ 交通网络空间互动视角下

的生态足迹驱动机制研究对统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高水平建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ꎮ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状况ꎬ并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框架下基于交通网络空间互动

关系挖掘生态足迹的驱动机制和空间效应ꎬ为交通网络扩张背景下的跨区域生态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ꎮ 研究结果显示: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生态足迹均值有所下降ꎻ(２)道路交通网络和铁路交通网络规模均有所扩大ꎬ但连通性

略有下降ꎻ(３)在基于交通网络构建的空间互动媒介下ꎬ城镇化率和人均 ＧＤＰ 对生态足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ꎬ而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比对生态足迹产生抑制影响ꎬ且生态足迹表现出积极的空间外溢效应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ꎬ建议在基于交通网络加强区

域生态协同发展的同时ꎬ建设产业互促、资源互通、技术互享的区域联动可持续发展新格局ꎮ
关键词:生态足迹ꎻ交通网络ꎻ空间外溢ꎻ长江中游城市群ꎻ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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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文明带给人类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ꎬ产生的自然资源损耗正日益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短
板”ꎬ并在交通网络现实空间关联下产生跨区域的复合而巨大的影响ꎮ 空间视角下评价人类活动对区域自然

环境的影响并挖掘潜在驱动因子ꎬ 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生态足迹是测度人类社会对生态

系统的利用状况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现状的广泛指标ꎬ通过测定支持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和隔离人类活动产生

的废物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１]ꎮ 全球足迹网络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中国生态足迹总

量约占全球的 １ / ４ꎬ排名世界第一ꎬ中国已消耗自身生物承载力 ４ 倍的资源[２]ꎮ 在资源环境紧迫约束下ꎬ国家

“十四五”规划高度重视绿色发展ꎬ提出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ꎮ 因此ꎬ如何实现自然资本的可持续

利用ꎬ并在交通网络互联互通的空间视角下协调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

发展战略亟需探讨的议题ꎮ
迫于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下生态赤字普遍存在的困境ꎬ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研究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新兴话题ꎮ 自生态足迹提出以来ꎬ已广泛的应用于全球[２]、国家[３—４]、城市群[５]、省[６]、市[７] 等

不同尺度生态足迹的时空演变和可持续发展测度ꎮ 在驱动机制方面ꎬ国内外学者基于库兹涅茨曲线或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ꎬ广泛研究诸如城镇化率、ＧＤＰ、产业结构、收入水平等在内的社会经济指标对生态足迹的影

响[３—４ꎬ８—１０]ꎮ 然而ꎬ由于人口、经济、自然资本等要素的跨区域流通以及生态功能性边界与行政区划的不一致

性ꎬ行政单元间存在着极强的生态互动[１１]ꎬ忽略空间效应的生态足迹研究会导致结果偏误ꎮ 随着研究的深

入ꎬ空间视角下跨行政区的生态足迹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逐渐被揭示ꎬ如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１２] 和吴德存[１１] 分别

在国家和省域尺度证实了行政相邻的空间关系会显著产生生态足迹的空间外溢效应ꎮ
交通网络空间互动是跨行政区划下生态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ꎮ 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ꎬ建

立区域共同治理与响应的生态共同体[１３]ꎬ这就要求充分考虑区域间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ꎬ在跨

行政区视角下实现生态协同保护与与可持续发展[１４]ꎮ 交通网络凭借要素流通廊道和跨行政区连通的空间属

性ꎬ在区域可持续协同治理中里的重要性得到彰显ꎮ 首先ꎬ交通融入可持续城市的规划中ꎬ可持续城市离不开

发达高效的交通网络ꎮ 其次ꎬ区域可持续发展受社会经济系统开放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综合影响ꎬ需要从区

域交通互动的空间尺度综合权衡[１５]ꎮ 此外ꎬ交通网络的空间特性和廊道特质为生态系统区域间互动提供有

力支撑ꎬ在空间互动视角下对生态足迹产生跨行政区的空间依赖影响ꎮ 如何以交通网络为切入点ꎬ深入探究

交通空间互动关系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ꎬ并基于生态足迹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定量测度以摸清现状情况ꎬ是中

国实现生态协同发展与优势要素跨区域耦合互补的重要路径ꎮ
过去在生态足迹的评估和影响机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ꎬ以交通作为生态足迹的解释变量来探索驱

动机制的研究较多ꎬ但将交通网络内化为空间影响介质来挖掘其空间属性对区域生态足迹影响的研究则相对

较少ꎮ 而在交通网络日益密集化、区域联系不断加深的背景下ꎬ以交通作为空间互动的介质ꎬ挖掘可持续发展

的实现机制是区域生态协同治理与发展的现实需要ꎮ 综上ꎬ本文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单元ꎬ利用复杂网

络理论和引力模型构建交通网络的空间互动关系ꎬ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框架下对生态足迹的空间效应和驱动机

制展开研究ꎬ以期为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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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图 １　 研究区域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研究区基本单元:武汉市(蔡甸区、东西湖区、汉南区、汉阳区、洪山区、黄陂区、江岸区、江汉区、江夏区、硚口区、青山区、武昌区、新洲区)ꎻ
鄂州市(鄂城区、华容区、梁子湖区)ꎻ黄冈市(红安县、黄梅县、黄州区、罗田县、麻城市、蕲春县、团风县、武穴市、浠水县、英山县)ꎻ黄石市

(大冶市、黄石港区、铁山区、西塞山区、下陆区、阳新县)ꎻ荆门市(东宝区、掇刀区、京山县、沙洋县、钟祥市)ꎻ荆州市(公安县、洪湖市、监利

县、江陵县、荆州区、沙市区、石首市、松滋市)ꎻ潜江市ꎻ天门市ꎻ仙桃市ꎻ咸宁市(赤壁市、崇阳县、嘉鱼县、通城县、通山县、咸安区)ꎻ孝感市

(安陆市、大悟县、汉川市、孝昌县、孝南区、应城市、云梦县)ꎻ长沙市(芙蓉区、开福区、浏阳市、宁乡市、天心区、望城区、雨花区、岳麓区、长
沙县)ꎻ常德市(安乡县、鼎城区、汉寿县、津市市、澧县、临澧县、石门县、桃源县、武陵区)ꎻ衡阳市(常宁市、衡东县、衡南县、衡山县、衡阳县、
耒阳市、南岳区、祁东县、石鼓区、雁峰区、蒸湘区、珠晖区)ꎻ娄底市(冷水江市、涟源市、娄星区、双峰县、新化县)ꎻ湘潭市(韶山市、湘潭县、
湘乡市、雨湖区、岳塘区)ꎻ益阳市(安化县、赫山区、南县、桃江县、沅江市、资阳区)ꎻ岳阳市(华容县、君山区、临湘市、汨罗市、平江县、湘阴

县、岳阳楼区、岳阳县、云溪区)ꎻ株洲市(茶陵县、荷塘区、醴陵市、芦淞区、石峰区、天元区、炎陵县、攸县、株洲县)ꎻ南昌市(安义县、东湖区、
进贤县、南昌县、青山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西湖区、新建区)ꎻ抚州市(崇仁县、东乡区、广昌县、金溪县、乐安县、黎川县、临川区、南城县、
南丰县、宜黄县、资溪县)ꎻ吉安市(安福县、吉安县、吉水县、吉州区、井冈山市、青原区、遂川县、泰和县、万安县、峡江县、新干县、永丰县、永
新县)ꎻ景德镇市(昌江区、浮梁县、乐平市、珠山区)ꎻ九江市(德安县、都昌县、共青城市、湖口县、九江县、濂溪区、庐山市、彭泽县、瑞昌市、
武宁县、修水县、浔阳区、永修县)ꎻ萍乡市(安源区、莲花县、芦溪县、上栗县、湘东区)ꎻ上饶市(德兴市、广丰区、横峰县、鄱阳县、铅山县、上
饶县、万年县、婺源县、信州区、弋阳县、余干县、玉山县)ꎻ新余市(分宜县、渝水区)ꎻ宜春市(丰城市、奉新县、高安市、靖安县、上高县、铜鼓

县、万载县、宜丰县、袁州区、樟树市)ꎻ鹰潭市(贵溪市、余江县、月湖区)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具有高密度、高关联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ꎬ已成为引领中

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引擎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ꎬ涵盖湖北

省的武汉市、孝感市、荆门市、荆州市、黄冈市、黄石市、鄂州市、咸宁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襄阳市、宜昌

市ꎬ湖南省的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阳市、娄底市ꎬ江西省的南昌市、九江市、景德

镇市、鹰潭市、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抚州市、吉安市(图 １)ꎮ ２０１９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人口为１.２０
亿ꎬ国内生产总值达 ８.４６ 万亿ꎬ是中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ꎮ 境内交通网络密集ꎬ是承接南北和东西的重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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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枢纽ꎮ 同时ꎬ长江中游城市群依托长江黄金水道ꎬ是我国生态重点保护区域ꎮ 国家发改委印发的«长江中

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１６]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的生态文明共同建设ꎬ力求共同构筑生态屏障ꎬ建
立健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联动机制ꎬ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格局ꎮ 因此ꎬ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可持续保

护之间的现实困境使得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基于交通网络的生态足迹空间效应和驱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ꎮ 此外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ꎬ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ꎬ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的湖北省宜昌市和襄阳市并

未纳入本文研究范围ꎮ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各县(区)生物资源消耗量、能源消耗量、社会经济

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以及交通路网数据ꎮ 由于县域层面难以获取生物资源消耗量ꎬ因此借鉴相关学者的研

究[１７—１８]ꎬ以生产量替代生物资源的消耗量进行计算ꎮ 此外ꎬ由于从相关统计部门和年鉴中难以获得县(区)
层面各类能源消耗数据ꎬ因此本文使用“生产总值指数”ꎬ将各县(区)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以 ２０１０ 年价格计

算的 ＧＤＰ 总值ꎬ然后乘以单位 ＧＤＰ 能耗得出以 ２０１０ 年价格计算的能源消耗ꎬ并乘以各省各类能源消费构成

比例计算出县(区)各类能源的消耗量[１７—１８]ꎮ 生物资源生产量、能源消耗量以及社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各省

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湖北农村统计年鉴»、各县(区)统计公报等ꎮ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空间分辨

率为 ３０ｍ 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影像进行的遥感解译ꎬ交通路网数据来源于交通部门ꎮ 全球主要农产品平均产

量和土地类型(对应于各种消费)参考谢鸿宇[１９] 的研究ꎮ 此外ꎬ因为不同土地的生产能力差异很大ꎬ需要用

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进行调整ꎬ产量因子参考刘某承等计算的产量因子[２０]ꎬ均衡因子根据 ２０１８ 年«国家生态

足迹核算指南» [２１]计算ꎬ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按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要求扣除 １２％的生态面积[２２](表 １)ꎮ

表 １　 生态足迹账户及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生物生产性土地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

消费项目类型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ｔｙｐｅ

均衡因子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产量因子
Ｙｉｅｌ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生物账户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耕地

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蔬菜瓜类、猪肉、牛肉
(８６％)、羊肉(５７％)、禽肉、禽蛋

２.５２ １.７４

草地 牛肉(１４％)、羊肉(４３％) ０.４６ ０.５１

林地 油桐籽、茶叶、园林水果、木材 １.２９ ０.８６

水域 水产品 ０.３７ ０.７４

能源账户 化石燃料用地 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１.２９ ０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建筑用地 电力 ２.５２ １.７４

　 　 产量因子参考刘某承等[２０]研究ꎬ均衡因子参考 ２０１８ 年«国家生态足迹核算指南» [２１]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是指满足区域人口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区域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总

面积ꎬ本文将生态足迹划分为生物资源账户和能源消耗账户进行计算[２３]ꎮ 计算公式如下:

ＥＦ ＝ Ｎ × ｅｆ ＝ Ｎ × ( ｒ ｊ × ａａ ｊ) ＝ Ｎ × ∑
６

ｊ ＝ １
ｒ ｊ × ∑

ｎ

ｉ ＝ １
ａ ｊ[ ] ＝ Ｎ × ∑

６

ｊ ＝ １
ｒ ｊ × ∑

ｎ

ｉ ＝ １
(
ｃｉ
ｐｉ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式中ꎬＥＦ 为区域总生态足迹ꎬＮ 为人口数ꎬｅｆ 为人均生态迹ꎬｒ ｊ为均衡因子ꎬａａ ｊ为各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ꎬｊ ＝ １ꎬ
２ꎬ...ꎬ６ 表示 ６ 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ꎬｐｉ为 ｉ 种消费品的平均生产能力ꎬｃｉ为 ｉ 种消费品的人均年消费量ꎬｎ 为消

费品的数量ꎮ
生态承载力是指一个地区能够提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总面积[１９]ꎮ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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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 ＝ Ｎ × ｅｃ ＝ Ｎ × ∑
６

ｊ ＝ １
(ａ ｊ × ｒ ｊ × ｙ ｊ) (２)

式中ꎬＥＣ 为区域总生态承载力ꎬＮ 为人口数ꎬｅｃ 为人均生态承载力ꎬａ ｊ为实际人均占有的 ｊ 类生物生产土地面

积ꎬｒ ｊ为均衡因子ꎬｙ ｊ为产量因子ꎮ
生态盈亏是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差值ꎬ反映区域生态盈余或生态赤字状况ꎮ 若 ＥＣ>ＥＦꎬ则为生态盈

余ꎻ反之ꎬ则为生态赤字ꎮ 计算公式如下:
ＥＤ ＝ ＥＣ － ＥＦ (３)

式中ꎬＥＤ 为生态盈亏ꎮ
２.２　 复杂网络模型

复杂网络的拓扑分析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现实世界系统(交通、通信、社会)ꎬ以揭示其模式和结构[２４]ꎮ 从

复杂网络视角看ꎬ运输系统本质是由节点和边构成的复杂网络ꎬ因此本研究基于复杂网络模型对交通网络进

行拓扑ꎬ采用 Ｌ 空间法分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道路交通复杂网络和铁路交通复杂网络[２５]ꎬ即将道路交叉

点(火车站)视为节点ꎬ相邻节点间的道路(铁路)视为边对现实交通网络进行拓扑[２６]ꎮ 本研究构建的复杂网

络是无向无权网络ꎬ主要用平均度、网络直径、平均路径长度等指标来衡量网络的特性ꎬ并基于平均度(公式

４)在 ２.３.２ 节构建交通空间互动关系ꎮ 节点的度 ｋｉ表示节点 ｉ 所拥有的边的数量ꎬ它是用来衡量一个节点在

网络中的重要程度最直观最简单的统计量ꎮ 节点的度越大ꎬ表明该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就越高ꎮ

ｋｉ ＝ ∑
ｊ∈Ｎ

ａｉｊ 　 　 　 　 　 (４)

ａｉｊ ＝
１ꎬ节点 ｉ 和节点 ｊ 存在边

０ꎬ节点 ｉ 和节点 ｊ 不存在边{ (５)

􀭵ｄ ＝ １
Ｎ∑ ｉ

ｋｉ (６)

式中ꎬｋｉ为节点 ｉ 的度ꎬａｉｊ表示的是网络邻接矩阵 Ａ 中的元素ꎬ 􀭵ｄ 为区域平均度ꎮ
２.３　 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２.３.１　 基于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的驱动因素选取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是在 ＩＰＡＴ 模型改进的基础上ꎬ用于分析人口、财富水平和技术水平对环境的影响ꎮ 因其

灵活性ꎬ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已成为生态足迹驱动因素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４ꎬ２７]ꎮ 通常在等式两边取对数以减少异

方差ꎬ模型表达式如下:
ｌｎＩ ＝ ａ ＋ ｂ(ｌｎＰ) ＋ ｃ(ｌｎＡ) ＋ ｄ(ｌｎＴ) ＋ ｅ (７)

式中ꎬａ 为常数项ꎬｂ、ｃ、ｄ 分别为 Ｐ、Ａ、Ｔ 的指数项ꎬｅ 为随机误差项ꎮ
具体就本研究而言ꎬ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框架下选取以下指标作为解释变量:①城镇化率(ＵＲ)ꎮ 城镇化率

表征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ꎬ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程度ꎮ 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协同推进的背景下ꎬ亟
需扭转人口膨胀、土地资源匮乏且配置不合理、环境恶化等“城市病”问题[２８]ꎬ探究城镇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

是审视城市化进程对资源环境依赖性的重要手段ꎮ 因此本研究将城镇化率(ＵＲ)纳为人口(Ｐ)指标ꎻ②人均

ＧＤＰ(ＰＧＤＰ)ꎮ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ꎬ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资源消耗与

环境负面效应的减少ꎬ经济发展和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共赢局面是生态文明倡导的长远发展之路ꎮ 为了探究

经济发展对生态足迹的影响ꎬ本研究将人均 ＧＤＰ(ＰＧＤＰ)视为财富(Ａ)指标ꎻ③第三产业占比(ＰＴＳ)ꎮ 第三产

业占比常被视为技术(Ｔ)指标[２９]ꎮ 在本研究中ꎬ产业异质性对生态足迹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ꎬ第三产业主要

包括资源节约型ꎬ环境友好型产业ꎬ消耗更少的资源能源并产生较少的废弃物ꎮ 因此本研究将第三产业占比

(ＰＴＳ)纳为技术(Ｔ)指标ꎮ
２.３.２　 基于交通网络的空间互动关系构建

在交通网络空间互动视角下ꎬ本研究采用基于公路－铁路的陆路交通平均度的引力模型构建空间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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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ꎮ 平均度是描述区域交通优势地位的重要指标ꎬ反映了区域交通优势和对外通达潜力ꎮ 考虑到公路和铁路

之间的异质性ꎬ我们以公路和铁路的客运量为权重ꎬ构建基于公路－铁路的陆路交通平均度(式 ８)ꎬ以反映区

域陆路综合交通网络的外部通达潜力ꎮ 在计算了各县域单元的陆路交通平均度后ꎬ本研究尝试采用引力模型

构建基于陆路交通平均度的交通空间互动关系ꎮ 引力模型用于计算不同地点之间的流量或特定性质的相互

作用[３０]ꎬ该模型已成功应用于经济[３１]、贸易[３２] 和运输[３０] 等多个领域ꎮ 引力值与流量或某种属性呈正相关ꎬ
与距离呈负相关ꎮ 在本研究中ꎬ考虑到交通优势大、对外潜在可达性高、距离阻抗小的空间单元往往倾向于建

立更紧密的学习模仿和要素互通ꎬ从而产生更强的空间互动ꎬ因此我们利用引力模型将县域单位的陆路交通

平均度关联起来ꎬ反映区域交通网络间的空间互动关系ꎬ并基于此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式 ９)ꎮ

􀭵ｄ ＝ ｗ１ ｄｒｏａｄ ＋ ｗ２ ｄｒａｉｌｗａｙ (８)

􀭺Ｄｉｊ ＝ ｒ ×
􀭵ｄｉ 􀭵ｄ ｊ

ｄｉｊ
２ (９)

式中ꎬｄ 为县域综合陆路交通平均度ꎬｄｒｏａｄ为公路交通平均度ꎬｄｒａｉｌｗａｙ为铁路交通平均度ꎬｗ１为公路交通旅客发

送量占比ꎬｗ２为铁路交通旅客发送量占比ꎬＤｉｊ为 ｉ、ｊ 两地间的交通引力ꎬｄｉ和 ｄ ｊ分别为 ｉ、ｊ 两地的平均节点度ꎬｒ
为引力系数ꎬ通常取 １ꎮ
２.３.３　 空间检验与计量模型构建

在 Ｍｏｒａｎｓ′Ｉ 检验通过的基础上[３３—３４]ꎬ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展开进一步研究ꎬ形成考虑空间互动关系的

Ｓ－ＳＴＩＲＰＡＴꎬ即空间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ｌｎＥＦ ＝ ａ ＋ αＷ１ＥＦ′ ＋ β１ ｌｎＰ ＋ β２ ｌｎＡ ＋ β３ ｌｎＴ ＋ λ１Ｗ２ ｌｎＰ ＋ λ２Ｗ２ ｌｎＡ ＋ λ３Ｗ２ ｌｎＴ ＋ ηＷ３ε (１０)

式中ꎬα 为空间滞后项的系数ꎻβ 和 λ 为解释变量的系数ꎻη 为误差项的系数ꎻａ 表示常数项ꎬＥＦ 为生态足迹ꎬ
ＥＦ′为“邻居”的生态足迹ꎮ Ｗ１是滞后项上的空间权重矩阵ꎬＷ２是解释变量中的空间权重ꎬＷ３是误差项的空间

权重矩阵ꎮ 当 Ｗ１和 Ｗ２等于 ０ 时ꎬ空间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转化为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ꎮ 当 Ｗ２和 Ｗ３等于 ０
时ꎬ空间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转化为空间滞后模型(ＳＡＲ)ꎮ 当 Ｗ３等于 ０ 时ꎬ空间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转化为

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ꎮ

３　 结果

３.１　 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时空分布特征

３.１.１　 生态足迹时空变化

生态足迹时空变化情况如图 ２ 所示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足迹整体呈下降趋势ꎬ且表现

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ꎮ 具体来说ꎬ从时间趋势看ꎬ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县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值由 １.７３ 降为１.６６ꎬ
极差由 １３.１５ 增加到 １４.８６ꎬ这意味着尽管长江中游城市群自然资本消耗减少ꎬ但县域单元间的差距进一步拉

大ꎮ 其中ꎬ长株潭城市群分县人均生态足迹均值最大ꎬ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００ 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９７ꎻ环鄱阳湖城市群

分县人均生态足迹均值最小ꎬ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３４ 减少至 １.３３ꎮ 从空间尺度看ꎬ生态足迹的空间分布较不均衡ꎬ
且空间集聚状态随时间推移不断趋于明显ꎬ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ꎮ 其中ꎬ高值区主要集聚在省会城市

(武汉市、南昌市、长沙市)、荆门市、湘潭市、岳阳市、咸宁市的县域单元ꎬ低值区多分布于环鄱阳湖城市群的

非省会城市ꎮ 其中ꎬ武汉市青山区的生态足迹最大ꎬ分别为 １３.６０(２０１０ 年)和 １５.０８(２０１７ 年)ꎬ这主要是青山

区工业发达ꎬ能耗较大造成的ꎮ
３.１.２　 生态承载力时空变化

生态承载力时空变化情况如图 ３ 所示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承载力整体呈下降趋势ꎬ空
间“集群化”明显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县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值由 ０.５８３８ 降至 ０.５６５５ꎬ极差由

１.９９ 减小至 １.４３ꎬ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的整体供给能力下降ꎬ且县域单元间生态供给的差异性逐渐

缩小ꎮ 其中ꎬ环鄱阳湖城市群分县人均生态承载力最大ꎬ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７０ 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０.６８ꎻ长株潭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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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生态足迹时空分异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分县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值最小ꎬ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４５ 升至 ０.４４ꎮ 从空间分布格局看ꎬ生态承载力“集群化”格局

明显ꎬ低值区集中分布在各地级市的中心城区ꎬ在武汉市、娄底市、湘潭市、长沙市、南昌市的中心城区体现的

尤为明显ꎮ 高值区集中分布在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外围ꎮ 而国家级生态县———荆门市京山县是

生态承载力最大的县域单元ꎮ

图 ３　 生态承载力时空分异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３.１.３　 生态盈亏时空变化

生态盈亏时空变化情况如图 ４ 所示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县生态盈亏指数均值从－１.１５ 减

少至－１.１０ꎬ表明生态赤字稍有缓解ꎬ但整体仍处于超载的状态ꎮ 从面积看ꎬ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７ 年生态赤字地区分

别占据了约 ９０.７６％、９１.４６％的土地面积ꎬ但承载着约 ９５.９９％、９７.１８％的人口ꎬ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空

间分布呈现一定的失衡状态ꎮ 从数量关系看ꎬ２０１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的县域单元数量

分别为 １９４ 个和 １２ 个ꎻ２０１７ 年分别为 １９６ 个和 １１ 个ꎬ以生态赤字为主导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超载情况依

然严峻ꎮ 从空间布局看ꎬ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生态赤字县域单元空间聚集态势尤为明显ꎬ生态超载的

县域单元集中分布在长沙市、湘潭市、娄底市、株洲市、荆门市、武汉市、鄂州市、潜江市和仙桃市ꎬ生态赤字最

严重的县域单元为青山区ꎮ 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赤字压力相对较小ꎬ除长株潭城市群的炎陵县以外ꎬ其他生

态盈余县域单元均分布于环鄱阳湖城市群外围圈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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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生态盈亏时空分异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ｃｉｔ

３.２　 交通复杂网络模型

３.２.１　 道路交通复杂网络

道路交通复杂网络的基本特征和空间分布情况分别如表 ２ 和图 ５ 所示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中游城市

群公路网络发展迅速ꎬ公路复杂网络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３５９ 个节点和 ６５４６ 个拓扑边增长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６８４ 个节

点和 ８８５４ 个拓扑边ꎬ节点度为 ３ 和 ４ 的节点数显著增加ꎬ县域公路交通平均度均值由 ３.００ 提高到 ３.１２ꎬ城市

群整体可达性有所提高ꎮ 与此同时ꎬ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ꎬ网络直径由 １０１ 增加至 １０４ꎮ 但在网络规模扩大

的同时ꎬ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平均最短路径由 ４１.１５ 增加至 ４１.６７ꎬ表明网络连通性下降ꎬ这可能网络规模扩大

的同时ꎬ网络覆盖面增加导致的运输效率降低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三大城市圈平均度均呈增加态势ꎬ表明三大

城市圈交通可达性均有所提高ꎬ其中ꎬ武汉城市圈平均度最高ꎬ环鄱阳湖城市群平均度最低ꎬ表明武汉城市圈

公路交通最为发达ꎬ环鄱阳湖城市圈道路交通可达性相对欠缺ꎮ

表 ２　 道路复杂网络度特征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ａ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ｇｒｅ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度
Ｄｅｇｒｅｅ

长江中游城市群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武汉城市圈
Ｗｕｈ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长株潭城市群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Ｔ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环鄱阳湖城市群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数量 占比 / ％ 平均度 数量 占比 / ％ 平均度 数量 占比 / ％ 平均度 数量 占比 / ％ 平均度

２０１０ １ ５３０ １２.１６ ３ １６５ １２.６０ ３.０４ １８２ １１.０２ ３.０１ １８３ １３.０９ ２.９７

２ １０ ０.２３ ４ ０.３１ ２ ０.１２ ４ ０.２９

３ ２７５５ ６３.２０ ７６７ ５８.５５ １０９３ ６６.２０ ８９５ ６４.０２

４ １０４４ ２３.９５ ３６８ ２８.０９ ３６９ ２２.３５ ３０７ ２１.９６

５ １９ ０.４４ ６ ０.４６ ５ ０.３０ ８ ０.５７

６ １ ０.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７

２０１７ １ ５７５ １０.１２ ３.１２ １６３ １０.５１ ３.１４ ２０１ ９.０３ ３.１４ ２１１ １１.０６ ３.０７

２ ２３ ０.４０ ８ ０.５２ ６ ０.２７ ９ ０.４７

３ ３２６７ ５７.４８ ８３４ ５３.７７ １３０９ ５８.８１ １１２４ ５８.９４

４ １８０８ ３１.８１ ５４４ ３５.０７ ７０７ ３１.７６ ５５７ ２９.２１

５ ８ ０.１４ １ ０.０６ ２ ０.０９ ５ ０.２６

６ ３ ０.０５ １ ０.０６ １ ０.０４ １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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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道路复杂网络模型

Ｆｉｇ.５　 Ｒｏａ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３.２.２　 铁路交通复杂网络

铁路交通复杂网络的基本特征和空间分布情况分别如表 ３ 和图 ６ 所示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中游城市

群铁路网络进一步拓展ꎬ由 ２０１０ 年有 １０９ 个节点和 １１９ 个拓扑边增加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８７ 个节点和 ２１９ 个拓扑

边ꎬ且度为 ２ 和 ３ 的节点数显著增加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县的铁路交通平均度由 ２.１８ 提高到 ２.３４ꎬ城市群的

整体铁路可达性有所提升ꎬ网络直径由 ２８ 增加至 ３０ꎬ铁路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ꎬ但平均最短路径由 １１.９４ 增

加至 １２.２７ꎬ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网络平均连通性下降ꎮ 从具体城市群情况看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中游

城市群涵盖的三大城市群铁路复杂网络平均度均呈增加态势ꎬ其中ꎬ２０１０ 年武汉城市群平均度最高ꎬ环鄱阳

湖城市群平均度最低ꎬ但 ２０１７ 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平均度最高ꎬ其铁路建设速度及优势性得以凸显ꎮ

表 ３　 铁路复杂网络度特征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ｇｒｅ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度
Ｄｅｇｒｅｅ

长江中游城市群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武汉城市圈
Ｗｕｈ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长株潭城市群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Ｔ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环鄱阳湖城市群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数量 占比 / ％ 平均度 数量 占比 / ％ 平均度 数量 占比 / ％ 平均度 数量 占比 / ％ 平均度

２０１０ １ １７ １５.６０ ２.１８ ６ １９.３５ ２.２６ ５ １３.８９ ２.２２ ６ １４.２９ ２.１

２ ６５ ５９.６３ １６ ５１.６１ ２１ ５８.３３ ２８ ６６.６７

３ ２０ １８.３５ ５ １６.１３ ８ ２２.２２ ７ １６.６７

４ ４ ３.６７ ３ ９.６８ １ ２.７８ １ ２.３８

５ ３ ２.７５ １ ３.２３ １ ２.７８ ０ ０

２０１７ １ ２０ １０.７０ ２.３４ ８ １２.９０ ２.３１ ６ ９.５２ ２.２７ ６ ９.６８ ２.４５

２ １０８ ５７.７５ ３７ ５９.６８ ４０ ６３.４９ ３１ ５０.００

３ ４０ ２１.３９ １１ １７.７４ １１ １７.４６ １８ ２９.０３

４ １５ ８.０２ ４ ６.４５ ６ ９.５２ ５ ８.０６

５ ２ １.０７ ０ ０ ０ ０ ２ ３.２３

６ ２ １.０７ ２ ３.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３　 交通网络空间互动引力分析

图 ７ 通过和弦图(ｃｈｏｒ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的方式对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基于陆路交通平均度的县域

间交通引力联系进行可视化表达ꎬ直观地揭示县域间交通的拓扑互动关系ꎮ 为了使表达更加清晰ꎬ图 ７ 中只

展示了各县与其他县域交通互动最强的 ３ 个空间互动连线ꎮ 圆弧长短表示交通引力的大小ꎬ节点间弦连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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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铁路复杂网络模型

Ｆｉｇ.６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粗细反映交通联系强弱程度ꎬ数字代表的县域单元与图 １ 图注县域单元的顺序一致ꎮ 以 ２０１７ 年为例展开分

析ꎬ在 ２０１７ 年公路－铁路综合陆路复杂网络节点度引力和弦图中ꎬ引力最强的前 ３ 对县域组合为青山湖区

(１７１)和东湖区(１６８)、南岳区(７７)和衡山县(７４)、青云谱区(１７２)和西湖区(１７４)ꎮ 此外ꎬ从图 ７ 中可以看

出ꎬ引力最强的连线均主要集中在县域所属地级市内部ꎬ这可能是由地理距离所驱动ꎮ
３.３　 生态足迹的驱动机制和空间效应

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框架选取驱动因子的基础上ꎬ本研究对所选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图 ８)ꎬ发现被解释变

量(ＥＦ)与解释变量中的 ＵＲ 和 ＰＧＤＰ 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ꎬ与 ＰＴＳ 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ꎬ且解释变量

间无高度相关性ꎬ共线性处于容差范围内(ＶＩＦ<３)ꎮ 因此ꎬＵＲ、ＰＧＤＰ 和 ＰＴＳ 是影响 ＥＦ 的潜在因子ꎬ需进一

步将其纳入回归方程考察其驱动影响ꎮ
为了对解释变量进行初步预判并与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比较ꎬ本文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进行回归ꎬ

以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两个年份的生态足迹(ＥＦ)为被解释变量ꎬ以城镇化率(ＵＲ)、人均 ＧＤＰ(ＰＧＤＰ)、第三产

业占比(ＰＴＳ)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ꎮ 进一步将空间效应纳入考虑发现ꎬ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７ 年 Ｍｏｒａｎｓ′Ｉ 均显著

为正ꎬ表明生态足迹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ꎮ 其次ꎬ为了考察基于交通网络的 ＥＦ 的空间溢出效应ꎬ本研究选择

空间滞后模型(ＳＡＲ)进行空间效应和驱动机制的研究ꎮ 下面基于 ＳＡＲ 回归结果对生态足迹的驱动因素和空

间效应展开分析ꎮ
城镇化率和人均 ＧＤＰ 对生态足迹产生积极影响ꎬ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则显著抑制生态足迹的增加ꎮ

具体而言ꎬ城镇化率仅在 ２０１７ 年对生态足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ꎬ城镇化率每增加 １％ꎬ生态足迹增加

０.２４９９％ꎮ 人均 ＧＤＰ 对生态足迹产生显著正向影响ꎬ但随着时间推移ꎬ这种影响呈现减弱趋势ꎬ人均 ＧＤＰ 每

增加 １％ꎬ生态足迹分别增加 ０.５１９７％和 ０.２０７５％ꎮ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对生态足迹产生显著负向影响ꎬ且这

种负向影响在 ２０１７ 年超过了城镇化率和人均 ＧＤＰ 的正向促进影响ꎮ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每增加 １％ꎬ生态

足迹分别减少 ０.５１７４％和 ０.４３７９％ꎮ 进一步探究生态足迹的空间溢出效应ꎬ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７ 年交通网

络空间互动关系下的空间滞后系数均显著为正ꎬ表明县域间的生态足迹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ꎬ交通互动

“邻居”生态足迹每变动 １％ꎬ本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会往相同的方向变动 ０.３３８２％、０.３８９９％ꎬ表明基于交通

网络“媒介”产生的生态足迹溢出效应逐渐增强(表 ４)ꎮ

４　 讨论

可持续发展是涵盖自然、生态、环境等复杂系统的全面动态过程ꎬ需要考虑区域间的空间联系与互动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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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是跨区域互动的重要媒介ꎮ 基于此ꎬ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和交通网络空间互动

关系研究生态足迹的驱动机制和空间影响ꎬ从而在区域间交通互联互通的现实空间互动下为实现区域生态协

调发展提供参考ꎮ

图 ７　 引力关系图

Ｆｉｇ.７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ｉａｇｒａｍ

由外圈层向内圈层依次表征城市群、城市、县域尺度的引力份额与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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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相关性关系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ＥＦ:生态足迹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ꎻＵＲ: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ꎻＰ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ꎻＰＴ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ＧＤＰꎮ 因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需要ꎬ各变量均取对数(取 ｌｎ)处理

表 ４　 驱动机制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年份
Ｙｅａｒ

ＯＬＳ ＳＡＲ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

ｌｎＵＲ ０.０８４５ ０.２８１５∗∗ ０.０３７５ ０.２４９９∗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５３３０∗∗∗ ０.２２０７∗∗∗ ０.５１９７∗∗∗ ０.２０７５∗∗∗

ｌｎＰＴＳ －０.５１５２∗∗∗ －０.４１３５∗∗ －０.５１７４∗∗∗ －０.４３７９∗∗∗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４∗∗∗

Ｍｏｒａｎ′ｓ Ｉ￣ｅｒｏｒｒ — — ５.５６０∗∗∗ ３.８９８∗∗∗

ＬＭ ｅｒｒｏｒ — — ２５.０９０∗∗∗ １２.１２０∗∗∗

Ｒ￣ＬＭ ｅｒｒｏｒ — — １３.１６４∗∗∗ ０.１４８

ＬＭ ｌａｇ — — １２.４５９∗∗∗ １２.９５６∗∗∗

Ｒ￣ＬＭ ｌａｇ — — ０.５３４ ０.９８４

Ｒｈｏ — — ０.３３８２∗∗∗ ０.３８９９∗∗∗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ｔｅｒｍ －３.４３５８∗∗∗ －１.６２７６∗∗∗ －３.２６６９∗∗∗ －１.４２０７∗∗∗

　 　 ＯＬＳ:经典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ꎻＳＡＲ: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ꎻＵＲ: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ꎻＰ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ꎻＰＴ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ＧＤＰ

交通互动视角下的跨行政区生态足迹研究是迎合新时代生态文明背景下生态协同治理的现实需要ꎬ基于

交通网络的自然资本跨区域调配互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ꎮ 本文构建的嵌入交通网络空间互动关

系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ꎬ在基于交通网络的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ꎬ生态足迹的空间外溢效应呈

现增强态势ꎬ表明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的科学引领下ꎬ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县域单元基于交通网络不断通过

外化空间的生态供给以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ꎬ区域间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良性互动与互促得到加

强ꎮ 今后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的统筹和指导下ꎬ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机制ꎬ统筹推进基

础设施协调布局和生态共建环境共治ꎬ但同时也要防范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工程建设带来的生态负面影响ꎬ
避免一味追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引起城镇土地“摊大饼”式扩张和景观生态的破碎ꎬ这应得到工程领域和

道路景观生态学的广泛关注ꎮ 此外ꎬ在驱动机制研究中ꎬ本文证实了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生态

１５３１　 ４ 期 　 　 　 吕天宇　 等:交通网络空间互动视角下生态足迹驱动机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足迹的重要影响ꎮ 但随着时间推移ꎬ经济发展对生态足迹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削弱ꎬ而城镇化率的促进作用

得以显现和增强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ꎬ区域开发和经

济发展加速推进ꎬ加之前期以牺牲自然资源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致使区域不可持续发展程度加深ꎮ 但随着新

旧动能转换以及转型升级ꎬ“绿色经济”逐渐取代了粗放式经济发展ꎬ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

相对兼顾ꎬ表现为经济增长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足迹的驱动力有所下降ꎮ 而快速城镇化进程对可持续发展

造成了较大的“逆向胁迫效应”ꎬ加速建设用地和能源用地的需求ꎬ同时引发高强度的人类开发活动ꎬ致使资

源消耗强度增大ꎬ消费数量和结构的改变ꎬ并产生大量污染物ꎬ导致生态足迹的增加ꎮ 此外ꎬ值得特别关注的

是ꎬ第三产业发展对生态足迹的抑制作用应该得到重视ꎬ以产业结构转型为重要落脚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ꎮ 产业结构是区域自然资本利用方式的体现ꎬ产业发展粗放、结构不合理会造成资

源配置帕累托效率难以提高、资源要素过度拥挤ꎬ从而增加自然资本需求ꎬ破坏生态环境并减少其供给[３５]ꎮ
近些年来ꎬ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ꎬ一产比重降低、二产提质发展、三产比重提高ꎬ产业结构形

态更加合理化ꎬ第三产业主要是资源节约型ꎬ环境友好型产业ꎬ其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不大ꎬ且需要消纳的废

弃物较少ꎬ因此第三产业的兴起对生态足迹具有负向抑制作用ꎮ
高效的交通网络为建设区域生态可持续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支撑ꎮ 未来在生态一体化治理中ꎬ应充分考虑

区域间的交通互动ꎬ加强区域间资源互补与清洁技术互享ꎬ尤其要调整产业结构ꎬ发挥第三产业的清洁作用ꎬ
形成产业互促、资源互通、技术互享的区域联动可持续发展新格局ꎮ 尽管本文考虑了交通网络对生态足迹的

溢出效应ꎬ但未区分道路网络和铁路网络的差异化空间影响ꎬ差异化运输网络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空间溢出

效应仍需进一步探讨ꎮ 此外ꎬ由于县域尺度生物和能源生产和消费数据获取困难ꎬ本研究只进行了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７ 年两个年份的截面分析ꎬ而未采用面板数据反映长期变化趋势和驱动机制ꎮ 因此ꎬ把不同运输方式的交

通网络空间互动关系嵌入空间计量模型ꎬ并采用面板数据进一步探讨差异化交通运输网络空间互动关系下的

生态足迹空间效应和驱动机制的异同是今后改进的重要方向之一ꎮ

５　 结论

本文首先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盈亏情

况ꎬ并基于复杂网络模型构建了道路复杂网络和铁路复杂网络ꎬ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陆路交通平均度指标并基

于引力模型建立了区域交通互动关系ꎬ研究基于交通网络的生态足迹的驱动机制和空间效应ꎬ主要结论如下:
①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县生态足迹均值减小ꎬ生态承载力均值减少ꎬ但仍呈现以生态赤字为主

导的生态超调局面ꎮ ②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ꎬ交通复杂网络和铁路复杂网络规模均有所扩大ꎬ但连通性有所下降ꎮ
③城镇化率、人均 ＧＤＰ 对生态足迹增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ꎬ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显著抑制生态足迹增加ꎬ
生态足迹在交通网络空间互动关系下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增强态势ꎬ区域生态关联随时间推移进一步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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